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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泸沽湖沉积岩芯粒度、磁化率（χｌｆ）、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等沉积指标的分析，结合２１０Ｐｂ 和１３７Ｃｓ 定年结果

以及区域降水和人类活动等资料，研究了近 １５０ 年来泸沽湖沉积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 泸沽湖沉积物粒

度组成以黏土与细粉砂为主（＞ ８０％ ），细颗粒组分（如黏土）含量与 χ
ｌｆ、ＣＩＡ 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各岩芯沉积指标垂向

变化规律相似，１９２０ｓ 之前，沉积指标较为稳定，为人类活动影响较弱的准自然沉积阶段；１９２０ｓ 以来，χｌｆ、ＣＩＡ 值与黏土含

量逐渐升高，反映了风化与成壤作用较强的细颗粒表土物质侵蚀开始加强，可能与流域农业发展及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

影响有关；约 １９７０ 年以来，χｌｆ、ＣＩＡ 值与黏土含量进一步升高，指示了流域内表土侵蚀与上述人类活动影响的进一步增

强，与文献记录的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ｓ 两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吻合；约 ２００２ 年以来，χｌｆ、ＣＩＡ 值与黏土含量降低，反映了表土侵

蚀减弱，与近年来流域植被逐渐恢复及降水减少有关． 与器测资料对比研究表明，降水等气候因素对近代泸沽湖沉积环

境演变的影响相对较弱． 空间上，各沉积指标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黏土含量在南部和北部湖区两侧靠近洪积扇及冲积

平原的湖区沉积物中较高；近 ５０ 年以来，各沉积岩芯所反映的平均沉积通量为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３ ｇ ／ （ ｃｍ２·ａ），南部湖区高于

北部湖区，主要受入湖水系分布及流域南部地区高强度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壤侵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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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不断增强，全球湖泊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湖泊淤积、富营养化

和污染等方面［１⁃３］ ，由此导致湖泊生态服务功能显著降低［４］ ． 湖泊生态环境变化除了受到氮磷、有机物与重

金属等污染物的影响之外，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导致的土壤侵蚀以及入湖颗粒物来源与组成的改变，对水

体透明度与沉积物质地具有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湖泊生物群落的演替和生态环境演化［４⁃５］ ． 开展湖泊沉积

物来源与沉积环境演化重建研究，区分人与自然要素的影响，对科学认识湖泊环境演化的规律、有效开展环

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湖泊沉积环境演化重建方面主要采用单一钻孔或者少数钻孔［６⁃８］ ． 然而，研究表明，受到湖底地

形、湖流、径流和流域人类活动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同一湖泊不同湖区沉积指标变化趋势与数值可能存在差

异，在沉积通量、碳埋藏量与污染物累积量等定量方面采用单一岩芯存在较大误差． Ｒｉｐｐｅｙ 等［８］ 对 Ｋａｓｓｊöｎ
湖的研究表明，湖心区沉积物中常量金属元素、重金属与磷、有机碳含量分别为全湖平均值的 １．２５、１．５ 和

１．８５ 倍． Ｙａｎｇ 等［９］对英国 Ｌｏｃｈｎａｇａｒ 湖的研究表明，沉积速率与金属元素累积通量最大值并不在水深最深的

湖心区． 对西藏普莫雍错与纳木错深水区不同位置岩芯以及表层沉积物的研究［６，１０⁃１２］也发现，沉积指标变化

趋势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数值上仍具有明显的差异，如总有机碳含量总体呈现出在深水区富集

的特点，不同湖区沉积速率空间差异明显． 多岩芯对比分析能够提高对湖泊沉积环境时空演化规律的认识，
但国内外基于多岩芯湖泊环境时空变化与沉积异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浅水湖泊（水深几米到十几

米） ［８⁃９］ ，而对大型深水湖泊和湖盆较复杂的湖泊关注较少［１１⁃１２］ ．
我国西南地区高原深水湖泊众多，人类活动对湖泊与流域环境的影响可追溯到距今 ４０００ 年前［１３］ ． 近百

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进一步增强，部分湖泊水体污染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富营养化、重金属

污染、水土流失与湖泊淤积等日益显现［１４⁃１５］ ． 泸沽湖作为西南地区典型的半封闭高原断陷型深水湖泊，人为

干扰相对较弱． 但随着旅游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流域内人口的快速增加，泸沽湖也面临着多种生态环境问

题［１６］ ． 关于泸沽湖近百年来环境演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湖泊生态系统变化及其对区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响应，如 Ｚｈａｎｇ 等［５］ 、Ｇｕｏ 等［１７］研究了摇蚊种群的变化与环境因子的关系，Ｚｈａｎｇ 等［１８］ 研究了沉积物中长

链正构烯烃的变化与生态环境意义，Ｗａｎｇ 等［１９］ 的研究揭示了表层沉积物硅藻种群组合与水深的关系． 然

而，关于泸沽湖近百年来沉积环境时空变化规律的研究尚无报道．
本文通过对泸沽湖南部湖心区沉积岩芯粒度、磁化率（χｌｆ）、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等指标的分析以及

２１０Ｐｂ 和１３７Ｃｓ 定年结果，结合不同湖区沉积岩芯磁化率与粒度变化的对比、区域降水数据和人类活动等资

料，研究了近 １５０ 年来泸沽湖沉积环境演化特征；参考不同湖区沉积岩芯１３７Ｃｓ 定年结果，定量估算近 ５０ 年

来泸沽湖沉积通量，分析其空间变化规律，进而探讨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对泸沽湖沉积环境时空变化的影

响，以期为科学全面地认识泸沽湖环境演化过程，有效实施湖泊及其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泸沽湖（２７°４１′～２７°４５′Ｎ，１００°４５′～１００°５０′Ｅ）位于云南省和四川省之间横断山脉中段东缘尾部金沙江

褶皱带，行政区上隶属于宁蒗县和盐源县． 泸沽湖湖面海拔 ２６９０．８ ｍ，水域面积 ４８．５ ｋｍ２，最大水深 ９３．５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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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深 ４０．３ ｍ［１４］ ． 泸沽湖集水面积 １７１．４ ｋｍ２，补给系数 ３．５４，属于半封闭型湖泊［１４］ ． 泸沽湖主要依靠湖

面降水与地表径流补给，主要入湖河流为三家村河和山跨河等 １０ 余条溪涧，湖水通过南部湖区东部的草海

排出入雅砻江（图 １）；年出入湖水量基本平衡，湖泊水位年平均变幅在 １．５ ｍ 左右［１４］ ． 湖区属于亚热带高原

季风型气候，年均气温 １２．７℃，干湿季节分明，约 ８０％ ～９０％的降水集中于 ５ １０ 月［５］ ，多年平均降水量 ９２０
ｍｍ［１４］ ． 流域土壤类型垂直分异明显，海拔 ２８００ ｍ 以下为红壤带，２８００～ ３６００ ｍ 为棕壤带，３６００ ｍ 以上为暗

棕壤［１４］ ． 近年来，湖水总磷浓度约为 １８．５ μｇ ／ Ｌ，透明度在 ６．０～１２．０ ｍ 之间［２０］ ．
泸沽湖流域为摩梭人的世居地，２０ 世纪初期以前，泸沽湖流域内人口密度较小，以粗放型农业为主，并

存在小规模的森林砍伐［２１］ ． ２０ 世纪上半叶，泸沽湖流域人口逐渐增加，至新中国成立后，泸沽湖流域人口增

加了一倍，目前约 １．３ 万人［２０］ ；随着人口增加，人类活动对流域环境影响显著加强，主要包括集约农业发展

和大规模的森林砍伐［２１］ ，其中农业耕作区主要集中在流域东南部的洪积扇和冲积平原，其次是在流域东北

部的山前平原． 调查表明，近年来，随着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流域植被得以缓慢恢复［２０］ ，但泸沽湖湿

地资源仍遭到不适当的开发． 同时，生活垃圾和旅游业造成的水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明显［１７］ ．
１．２ 样品采集与指标分析

２０１２ 年，利用奥地利产 ＵＷＩＴＥＣ 重力采样器在泸沽湖南部湖心区采集了长 ３０ ｃｍ 沉积岩芯（编号为

ＬＧＳ）（图 １），所获得的沉积岩芯水土界面清晰，现场以 ０．５ ｃｍ 间隔分样，该岩芯上部（约 ０ ～ ４ ｃｍ）为浅棕

色，中部（约 ４～１６ ｃｍ）为土灰色，下部（约 １６ ｃｍ 以下）主要为青灰色，沉积物质地以粉砂质黏土为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泸沽湖不同水深湖区又采集了 １１ 根沉积岩芯（编号 ＬＧＨ１～ＬＧＨ１１）（图 １），现场以 １ ｃｍ 间隔分

样，岩性特征与 ＬＧＳ 岩芯相似． 所有沉积物样品均置于密封袋内带回实验室以备分析．
ＬＧＳ 岩芯样品主要分析粒度、磁化率、金属元素含量以及２１０Ｐｂ 与１３７Ｃｓ 活度等，ＬＧＨ１～ ＬＧＨ１１ 岩芯除２１０

Ｐｂ 活度未分析外，其余分析指标与 ＬＧＳ 岩芯一致． ２１０Ｐｂ、２２６Ｒａ 和１３７Ｃｓ 活度采用美国 ＥＧ ＆ Ｇ Ｏｒｔｅｃ 公司生产

的高纯锗井型探测器（ＨＰＧｅ ＧＷＬ⁃１２０⁃１５）测定． 沉积物低频磁化率使用 Ｂ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 公司生产的 ＭＳ２ 型磁化

率测量仪测定（０．４７ ｋＨｚ），结合样品重量计算获得质量磁化率． 沉积物样品先后用 ５％ 双氧水、５％ 稀盐酸处

理，分别去除有机质和碳酸盐后，加入六偏磷酸钠离散剂并超声震荡，沉积物粒度组成采用英国 Ｍａｌｖｅｒｎ 公

司生产的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２０００ 型激光粒度仪进行分析． 沉积岩芯样品冷冻干燥、研磨后，经盐酸－硝酸－氢氟酸消

解后，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金属元素（Ａｌ、Ｆｅ、Ｋ、Ｎａ、Ｃａ、Ｍｇ、Ｔｉ 等）含量，
分析过程中采用标准参考物质 ＧＢＷ０７３５８ 进行质量控制与精度比对，各金属元素含量最大误差均小于 ７％ ．
所有样品测试均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根据金属元素含量，计算获得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 １００×Ａｌ２Ｏ３ ／ （Ａｌ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ＣａＯ∗）］ ［２２］ ，式中氧

化物为摩尔质量百分比，而 ＣａＯ∗指的是硅酸盐矿物中的 Ｃａ 含量，不包括碳酸盐和磷酸盐等矿物中结合的

Ｃａ，本文采用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提出的方法进行 ＣａＯ 含量校正［２３］ ． ＣＩＡ 指示了流域岩土体中长石风化成黏土矿物

的程度，ＣＩＡ 值越大，反映物源区化学风化程度越强［２２］ ．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统计软件；沉积指标垂向与空间变化分别采用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公司的 Ｇｒａｐｈｅｒ ９

和 Ｓｕｒｆｅｒ １０ 软件绘制，粒度组成、沉积通量等值线采用克里金插值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沉积岩芯年代

ＬＧＳ 岩芯中１３７Ｃｓ 活度在 １０．５ ｃｍ 处存在显著的峰值（图 ２），２１０Ｐｂｅｘ活度随深度增加呈指数降低［１８］ ，１３７Ｃｓ
和２１０Ｐｂｅｘ变化指示了较为稳定的沉积序列，根据２１０ Ｐｂｅｘ与

１３７Ｃｓ 活度建立的 ＬＧＳ 岩芯年代结果见文献［１８］．
ＬＧＳ 岩芯年代－深度序列与 Ｇｕｏ 等［１７］在泸沽湖南部湖心区相邻位置的岩芯研究结果相近，如 １９２０ 年分别对

应 ２０ 和 １８．５ ｃｍ，１９８０ 年分别对应 １０ 和 １１ ｃｍ．
ＬＧＨ１～ＬＧＨ１１ 沉积岩芯１３７Ｃｓ 比活度垂直变化如图 ２ 所示，各岩芯中１３７Ｃｓ 均出现较明显峰值． 与北半球

大气１３７Ｃｓ 沉降通量相比［２４］ ，泸沽湖沉积岩芯中１３７Ｃｓ 峰值深度以下，１３７Ｃｓ 活度存在明显的拖尾现象，可能与

还原条件下１３７Ｃｓ 垂直扩散有关［２５］ ． 研究表明，沉积物中１３７Ｃｓ 扩散迁移对其峰值所对应的沉积层位不会产生

影响，并不影响１３７Ｃｓ 作为全球核爆事件的时标定年［２４］ ． 不同湖区沉积岩芯１３７Ｃｓ 峰型的差别可能与流域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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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泸沽湖沉积岩芯采样点位置与编号（图中虚线为水深等值线，根据文献［１４］绘制）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 Ｌｕｇｕ

二次输入等因素有关［２４］ ． Ｗａｎ 等［２６］对云南深水湖泊的研究表明，由大气沉降到水体中１３７Ｃｓ 需要一年左右

的滞留时间才能完全到达湖泊沉积物中． 对照１３７Ｃｓ 在北半球的大气沉降规律［２４］ ，泸沽湖各岩芯１３７Ｃｓ 峰值深

度对应于 １９６４ 年（图 ２）．

图 ２ 泸沽湖沉积岩芯１３７Ｃｓ 活度变化（Ｂｑ ／ ｋｇ）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７Ｃ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 Ｌｕｇｕ

２．２ ＬＧＳ 岩芯沉积指标变化特征

ＬＧＳ 岩芯沉积物粒度组成以黏土和细粉砂为主，其中黏土（＜ ４ μｍ）含量为 ４１％ ～ ７０％ ，平均值为 ４９％ ；
细粉砂（４～１６ μｍ）含量为 ２６％ ～４２％ ，平均值为 ３６％ ；粗粉砂（１６～６３ μｍ）与砂（≥ ６３ μｍ）的平均含量分别

为 １５％和 １％ ． 磁化率值为 ７０×１０－８ ～ ４２８×１０－８ ｍ３ ／ ｋｇ，平均值为 ２０４×１０－８ ｍ３ ／ ｋｇ． ＣＩＡ 值变化范围为 ８１．８ ～
８５．９，均值为 ８３．３，指示沉积物经历了较强的化学风化［２２］ ． 垂向上，深度 ２０ ｃｍ（１９２０ 年）以下沉积物粒度组

成较稳定，砂含量有所波动但总体较小（平均为 ２％ ），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较低且变化较小；２０ ～ １０ ｃｍ（１９２０
１９７０ 年），黏土含量、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均逐渐升高，中值粒径逐渐降低；１０～３．５ ｃｍ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２ 年），各沉积

指标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变化趋势，但增加 ／ 降低更加明显；３．５ ｃｍ 以上（２００２ 年以来），黏土含量、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均逐渐降低（图 ３）．
２．３ 不同湖区沉积岩芯磁化率与粒度的垂向变化

泸沽湖不同湖区沉积岩芯 ＣＩＡ 值、黏土含量变化趋势与磁化率相似，具有显著相关性（ ｒ＞０．８５， Ｐ＜０．０１），
本文主要对磁化率与粒度进行分析． ＬＧＨ１～ＬＧＨ１１ 沉积岩芯中磁化率值为 ５５×１０－８ ～５５９×１０－８ ｍ３ ／ ｋｇ，平均为

２０７×１０－８ ｍ３ ／ ｋｇ． 不同水深湖区沉积岩芯磁化率垂向变化规律与 ＬＧＳ 岩芯相似（图 ４），沉积岩芯下部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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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泸沽湖 ＬＧＳ 岩芯粒度、磁化率与 ＣＩＡ 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Ａ ｉｎ ｃｏｒｅ ＬＧ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 Ｌｕｇｕ

较低且相对稳定；沉积岩芯中部磁化率逐渐上升，沉积岩芯顶部磁化率逐渐降低． 但不同沉积岩芯磁化率开

始出现增加的深度不同，如 ＬＧＨ３、ＬＧＨ５ 岩芯磁化率分别在 １２ 和 ２３ ｃｍ 处开始增加，具有明显差别，可能与

上述两个岩芯所处湖区沉积速率差异有关． 基于 ＬＧＳ 岩芯年代序列，可以初步确定泸沽湖各沉积岩芯下部

磁化率开始出现增加的层位对应于约 １９２０ 年（图 ４）． 为了进一步对比不同沉积岩芯磁化率与粒度的变化趋

势，采用沉积岩芯顶部样品作为参照对各沉积岩芯的磁化率与黏土含量进行归一化． 结果显示，各指标垂向

变化趋势一致（图 ５），指示泸沽湖不同水深湖区沉积环境演化趋势具有相似性，这与纳木错等湖泊研究结果

一致［１２］ ；但不同沉积岩芯指标变化幅度仍存在一定的差别（图 ５），说明泸沽湖沉积特征存在一定的空间异

质性．

图 ４ 泸沽湖沉积岩芯磁化率垂向变化（×１０－８ ｍ３ ／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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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泸沽湖沉积岩芯磁化率和黏土含量的归一化图

Ｆｉｇ．５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 Ｌｕｇｕ

２．４ 沉积通量和粒度组成的空间变化

依据各岩芯 １９６４ 年时标所对应的深度以及单位面积沉积物干重，计算获得近 ５０ 年来泸沽湖的平均沉

积通量为 ０．０２０～０．０４３ ｇ ／ （ｃｍ２·ａ），算术平均值为 ０．０３１ ｇ ／ （ｃｍ２·ａ）． 空间上，沉积通量总体呈由南部湖区

向北部湖区逐渐降低的规律（图 ６），南部湖区沉积通量算术平均值（０．０３８ ｇ ／ （ ｃｍ２·ａ））为北部湖区（０．０２４
ｇ ／ （ｃｍ２·ａ））的 １．５８ 倍． 各湖区沉积通量也存在一定空间差异，如北部湖区东部浅水区沉积通量相对较低，
南部湖区近南岸区域沉积通量较高（图 ６）． 近 ５０ 年来泸沽湖沉积物中黏土平均含量也存在一定空间差异，
北部湖区北部水域和南部湖区东南部水域沉积物中黏土含量相对较高． 统计分析表明，各岩芯 １９６４ 年以来

的平均沉积通量与水深、黏土平均含量均无显著相关性（ ｒ＜０．５０， Ｐ＞０．２０） ．

图 ６ １９６４ 年以来泸沽湖平均沉积通量以及黏土百分含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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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各沉积岩芯 １９２０ 年层位（文中 ２．３ 节所述）以下 ３ 个样品，代表人类活动影响较弱的准自然阶段沉

积物，选取各岩芯 １９６４ 年深度和顶部样品，对比分析了各时期黏土含量的变化（图 ７）． 结果显示，不同时期

沉积物黏土含量空间分布规律总体相似，北部与南部湖区近岸区域黏土含量较高，北部湖区东南部黏土含

量较低． 时间上，３ 个时段黏土平均含量分别为 ３９％ 、４８％和 ５３％ ，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与 ＬＧＳ 沉积岩芯黏

土含量变化结果一致；与 １９２０ 年之前相比，１９６４ 年沉积物与表层沉积物中黏土含量在南部湖区东部和北部

湖区北部增加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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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泸沽湖不同时期沉积物黏土百分含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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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泸沽湖沉积环境演变与影响因素

近 １５０ 年以来泸沽湖沉积指标发生了两次明显变化，１９２０ 年以前，沉积物粒度组成相对稳定，磁化率值

和 ＣＩＡ 值较低，说明沉积环境和流域物质输入较稳定；１９２０ 年以来，沉积指标与前期相比发生明显变化，黏
土含量、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均逐渐升高，反映了风化程度较高的富含磁性矿物的细颗粒物质增加，同时湖泊沉

积通量升高［１８］ ；２００２ 年以来，黏土含量、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均逐渐降低．
泸沽湖作为一个半封闭高山深水淡水湖泊，入湖河流都十分短小，其沉积物无机组分主要来自流域土

壤和风化的岩石碎屑［５，１４］ ． 与浅水湖泊沉积物粒度组成受到水位变化影响较大不同［２７］ ，泸沽湖平均水深

４０．３ ｍ，水位波动较小，同一采样点沉积岩芯中粒度变化受湖泊水位波动影响较小，地表径流强度、侵蚀模式

与物源是影响沉积物粒度的主要因素，其中降水量变化通过影响地表径流强度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进入

湖泊的陆源颗粒物组成［２７⁃２９］ ． 降水量大的年份，地表径流发育，其剥蚀和搬运能力增强，沉积物粒径增大，反
之沉积粒度粒径降低［２７⁃２８］ ． 结合丽江气象站 １９５０ 年以来的降水资料，对比研究了 ＬＧＳ 岩芯沉积物中值粒径

与降水量的变化（图 ８）． 结果显示，二者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如 １９６０ 年前后降水量较少而沉积物中值粒径偏

大；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 年前后，降水量偏高而中值粒径较小；１９６５ ２０００ 年前后中值粒径逐渐减小，而降水量呈现

出先减小、１９８０ｓ 中期以后又逐渐增加的趋势． 虽然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 年前后中值粒径与降水量变化趋势一致，均
逐渐减小，但从整个对比时段（１９５０ 年以来）来看，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 年的几乎是近 ６０ 年平均降水量偏高的时期，
而中值粒径却处于相对低值． 此外，１９５０ 年以来降水量在 １９６３、１９８３、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前后均出现峰值，而沉积

物中值粒径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加特征，这与已有研究中降水量对沉积物粒度组成影响的认识不同［２７⁃２９］ ．
相关性分析也表明，１９５０ 年以来降水量与沉积物中值粒径无显著的相关关系（ｎ＝ ３０， ｒ＝－０．３４５， Ｐ＝ ０．０６７）．
因此，作者认为本研究时段内泸沽湖沉积物粒度组成变化受降水等气候影响相对较弱，这与人类活动影响

较弱的纳木错粒度组成等沉积指标主要受气候影响明显不同［１１］ ．
除了降水量之外，流域土壤侵蚀模式与物源的变化对沉积物粒度及磁化率也会产生一定影响［２９⁃３０］ ． 土

壤侵蚀可分为面蚀、细沟侵蚀、冲沟侵蚀与沟岸侵蚀等［３１］ ，主要受地形、降水以及土地覆被的影响． 与深层

土壤相比，表层土壤由于经历了较强的风化与成壤作用，其粒级组成较小，具有较高的 ＣＩＡ 值，我国热带、亚
热带地区（如云南）红色风化壳的富铁铝化和“磁赤铁矿化”使得表层土壤中铁磁性物质丰富［３２］ ，磁化率较

高；而深层土壤所经历的化学风化作用相对较弱，不完整反铁磁性矿物含量较高［３３］ ，磁化率较低． 流域植被

覆盖较高时，土壤侵蚀以细沟侵蚀、冲沟侵蚀与沟岸侵蚀为主，水流所携带的颗粒物主要来自更多的深层土

壤，粒度组成较粗，沉积物磁化率较低［３４］ ；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影响使得地表破碎度增加，表层土壤由于缺

乏植被的保护，易受到降水侵蚀的影响，入湖颗粒物中来自土壤面蚀的比重增加，带入水体的富含铁磁性物

质的细颗粒物比例增加［３４⁃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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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１９５１ ２０１２ 年丽江气象站年降水量与 ＬＧＳ 岩芯中值粒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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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２１，３６］ ，摩梭人世居于川滇交界地区，清朝以后，居住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四川盐源县和

云南宁蒗县的泸沽湖周围地区． ２０ 世纪初期以来，摩梭族与外界沟通加强，泸沽湖流域人口增加、人类活动

对流域环境影响开始加剧，这可能对应着 １９２０ 年左右湖泊沉积指标开始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泸沽

湖流域人类活动强度进一步增加，主要包括大规模森林砍伐和农业发展，水土流失问题日益显现［２１］ ． 随着

泸沽湖流域人类活动对流域原有植被的持续破坏，表层松散土壤抗侵蚀能力减弱，风化与成壤作用较强的

细颗粒表土物质入湖比例增加，由此导致泸沽湖沉积物黏土含量增加、中值粒径减小，湖泊沉积通量上

升［１７］ ． １９７０ｓ 和 １９８０ｓ 初期泸沽湖流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砍伐［２０］ ，这可能是 １９７０ 年后沉积物黏土含量与磁

化率快速升高的主要原因． 对泸沽湖流域 ２２ 个表土与岩石样品分析表明（尚未发表资料），表土磁化率平均

为 ５７５×１０－８ ｍ３ ／ ｋｇ，而基岩样品磁化率平均仅为 ４１×１０－８ ｍ３ ／ ｋｇ；１９７０ｓ 以来沉积物磁化率与表土磁化率较为

接近，反映了流域表土侵蚀对泸沽湖沉积环境的影响． 虽然 １９８６ 年“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但入湖

物质成分与前期相比没有明显改变． Ｂａｉ 等［２０］研究表明，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年泸沽湖流域农业用地减少了 ４４．９％ ，
林地与草地增加了 ５４．８％ ；近年来泸沽湖流域森林覆盖率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５４．５％ 增加到 ６８．７％ ［３７］ ． ２００２ 年以

来，细颗粒沉积物含量、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均有所降低（图 ３、４），可能与泸沽湖流域近年来地表植被逐渐恢复

等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导致流域表土侵蚀减弱有关． 此外，近 １０ 年以来降水减少，中值粒径升高，磁化率与

ＣＩＡ 值降低，还可能与人类活动影响的减弱，降水对泸沽湖物源输入的影响增强有关（图 ３、８）． 泸沽湖流域

森林砍伐和农业发展导致的土壤侵蚀条件改变及其对湖泊沉积环境的影响与 Ｗａｎｇ 等［３４］ 对贵州石板桥水

库和小河水库的研究结论一致，并与星云湖和洱海流域早期（ＡＤ ５００ １０５０）森林砍伐及农业发展等人类活

动对湖泊沉积环境的影响相似［４，３８］ ，但类似的早期人类活动对流域与湖泊沉积环境的影响在泸沽湖地区是

否存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 １５０ 年来泸沽湖沉积环境演变与我国西南地区的其他湖泊具有相似的特征，如抚仙湖近代沉积环境

开始变化于 １９３０ｓ，主要受到围垦、流域水系变化和工矿业活动的影响［２９］ ；洱海和属都湖沉积环境变化与

１９５０ｓ 以来流域农业活动、水利工程修建息息相关［３］ ． 然而，在人类活动方式与强度及其对湖泊生态环境影

响程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营养盐输入与外来鱼种的引入是洱海、程海及抚仙湖等浮游动植物种

群等生态环境发生显著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３９⁃４０］ ；而结合本文和相关研究［５，１７⁃１８］ ，认为泸沽湖生态环境变化

主要受到流域土壤侵蚀、气温以及近年来生活污水输入的影响，其中黏土等细颗粒组分的增加导致的水体

透明度下降是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ｓ 以来泸沽湖水生生物种群组成和结构发生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５］ ．
３．２ 泸沽湖沉积空间异质性分析

泸沽湖沉积通量总体呈由南部湖区向北部湖区逐渐降低的规律（图 ６）． 众多研究表明［７⁃８，１０，４１］ ，受湖泊

水深与水下地形、湖流等影响，由近岸区域至湖心通常可划分为侵蚀带、过渡带与沉积物累积带，沉积通量

一般由浅水区至深水区逐渐增加． 鉴于泸沽湖南北两个湖区水深的差异，对采样点较多、水深变化较大的泸

沽湖北部湖区各岩芯 １９６４ 年以来的平均沉积通量与采样点水深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二者无典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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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ｎ＝ ７， ｒ ＝ ０．５２， Ｐ ＝ ０．２３），说明水深对泸沽湖沉积通量空间变化影响较小，这与国外部分研究结果一

致［８］ ． 除了湖泊内部环境因素，陆源物质输入是影响湖泊沉积通量的主要因素［４１］ ． 泸沽湖流域南部发育面

积较大的洪积扇和冲积平原，２０ 世纪初期特别是建国后逐渐被发展为流域内主要的农业基地，但由于土层

瘠薄，不易保水，农民为改良土壤而从山林中运土到湖滨耕地［４２］ ，加重了这些区域的水土流失；泸沽湖入湖

水系中最主要的两条河流（三家村河和山跨河）分别位于南部湖区的西南部和东南部．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

活动（如森林砍伐、农业开垦）及入湖河流分布可能是导致南部湖区沉积通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此外，泸沽湖

唯一的出水口位于东南部，湖水经由草海流出，东南部湖区水生植被较为发育，水生植物的阻拦作用也利于

沉积物的堆积［４３］ ，是造成东南部湖区沉积通量较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之，近 ５０ 年来泸沽湖沉积通量空间

变化主要受控于流域人为活动造成的陆源物质输入；而纳木错的相关研究表明，其沉积通量主要受水深、水
下地形以及入湖河流分布的影响［１１］ ．

物源与水动力条件被认为是影响湖泊沉积物粒度组成的主要因素［２７］ ，受湖泊水动力的影响，由湖岸到

湖心沉积物粒度组成逐渐变细［２８］ ． 然而，泸沽湖南部和北部湖区近岸区域采样点黏土含量较高（图 ６、７），不
同时期沉积物中黏土含量与水深无显著相关性（北部湖区，ｎ＝ ７， ｒ＜０．０５， Ｐ＞０．９０），并且 １９６４ 年以来的黏土

平均含量和平均沉积通量也无显著相关性（ｎ＝ １２，ｒ＝ ０．４０，Ｐ ＝ ０．２１），这与上述湖泊沉积物粒度空间变化主

要受湖泊水深与水动力影响的观点不一致． 结合前文分析，认为泸沽湖沉积物粒度空间变化可能主要受物

源区土壤粒度组成的影响，毗邻流域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湖区沉积物粒度组成更细，如流域东南部和东北

部的主要农业耕作区附近湖区的沉积物黏土含量较高（图 ７）．
研究表明［７⁃８］ ，湖泊水下地形坡度＜３％ （坡度百分比，即高程增量与水平距离之比）的区域主要为堆积

区，沉积环境比较稳定；而水下地形坡度＞ １０％的湖区，以侵蚀搬运作用为主． 泸沽湖沉积通量与黏土含量并

未表现出随水深增加而升高的规律，除了与流域物源输入有关之外，还与南部湖区沉积岩芯采样点水深大于

２０ ｍ，北部湖区沉积岩芯采样点水深大于 ４０ ｍ，与近岸区域相比，本研究采样点水下地形相对平缓（坡度＜
３．３％ ）有关． 泸沽湖水下地形坡度较大的近岸区域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冲刷作用，其沉积通量及沉积物粒度

组成与深水区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还需补充采样进一步研究．

４ 结论

近 １５０ 年泸沽湖沉积环境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１９２０ 年之前，沉积物磁化率、ＣＩＡ 与粒度组成变

化较小，流域物质输入较为稳定，反映了人类活动影响较弱的准自然演化阶段；１９２０ 年开始，特别是 １９７０ 年

以来，沉积物中黏土含量、磁化率、ＣＩＡ 值均明显升高，反映了风化程度较高的细颗粒表土物质侵蚀加强，这
主要与流域人口增加及人类活动影响加剧（如森林砍伐和农业耕作等）有关． 泸沽湖不同水深湖区沉积指标

变化趋势相似，但变幅仍具有较大不同，指示了沉积特征的空间差异． 近 ５０ 年来南部湖区的平均沉积通量

高于北部湖区，与流域内水系分布和人类活动强度的空间特征一致． 沉积物中粒度组成主要与人类活动影

响下的物质来源有关，黏土等细颗粒含量高值主要分布于毗邻流域农业等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南部与北部

近岸湖区． 泸沽湖多岩芯分析表明，采用深水区单一岩芯沉积指标能够反映沉积环境演化趋势，但鉴于沉积

通量与沉积环境的空间异质性，在碳埋藏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累积定量研究方面宜采用多岩芯综合分析．
致谢：羊向东研究员、王倩博士、陈嵘博士参加野外采样并协助进行磁化率分析，朱育新副研究员、蔡艳杰协

助完成金属元素测定，夏威岚高级工程师完成沉积岩芯年代测定，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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